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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四次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从住房资产和购
房负担两个维度，检验了住房影响家庭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研究
发现：（１）家庭住房资产及投资性房产对其多孩生育几率具有显著的正向财富
效应。家庭总房产净值增加１％，则多孩生育几率显著提高６. ５％；拥有两套及
以上住房的家庭相较于单套房家庭，其多孩生育几率提高了２４％。（２）购房负
担对于无房家庭的多孩生育几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挤出效应，房价收入比提高
１％，多孩生育几率将下降１６. ８％。（３）“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并未从总体
上改变住房与多孩生育之间的关系。（４）对于妻子上过大学的群组、多孩生育
率较低的区域，住房资产并不是影响家庭多孩生育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制
定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政策以及更有针对性的住房保障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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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了优化人
口结构、减缓老龄化压力，我国于２０１４年推行“单独二孩”政策，２０１６年实
施“全面二孩”政策，２０２１年７月开始实施“三孩”政策。被寄予厚望的放开
生育政策，其实施效果却远没达到预期，自２０１７年以来连续四年，中国大陆地
区出生人口总数持续下降。学者们研究认为，家庭面临过高的生育成本和养育
成本、女性的事业发展压力、过高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是二孩、三孩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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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孩生育①的主要阻碍因素（王晶、杨小科，２０１７；梁宏，２０１８）。其中，房
价上涨导致的生活成本增加，被认为是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房价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成为近几年的热点问题，既有文献普遍认为房
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和生活压力增加，降低了已婚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高房价
或房价上涨对家庭生育存在负向“挤出效应”（葛玉好、张雪梅，２０１９；邓浏睿、
周子旋，２０１９；胡佩、王洪卫，２０２０；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值得注意的是，家庭
住房与多孩生育的关系不仅体现为“挤出效应”，还可能存在“财富效应”。对于
持有较多住房资产的家庭，尤其是除自住房以外持有投资性房产的家庭，房价
上涨拉升家庭住房财富，可能促进家庭的多孩生育，产生正向的“财富效应”。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微观家庭层面住房资产持有情况
对其多孩生育的正向财富效应，无房家庭面临的购房负担对其多孩生育的负向
挤出效应，并且检验了２０１６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对住房与多孩生育关系
的调节效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角上，区分了投资性住房
资产对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以及购房负担对无房家庭多孩生育的挤出效应，考
察了处于不同住房阶层的家庭多孩生育行为的差异，全面揭示了住房与多孩生
育之间的关系。第二，评估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住房与多孩生育关系
的调节效应，有利于深入理解生育放开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三，考虑到我国区
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具有区域差异性，检验
了住房与多孩生育关系的区域异质性，为实施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政策提供证
据。本研究为多孩生育影响因素以及“全面二孩”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住房视
角，论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完善住房保障、促进租赁家庭平等享受义务教育
权利、因地制宜制定包容性生育政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二、住房对多孩生育的影响机制分析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０）提出的消费者生育行为理论，建立了家庭生育、劳动供给
和时间分配之间的联系，是家庭生育研究的经典文献。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０）认为，
父母在子女生育数量和其他消费活动中进行抉择以达到全生命周期效用的最大
化，家庭收入及资产为其一生的财富约束，孩子作为家庭的正常消费品，与住
房存在消费替代作用。后续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深化该理论，认为房价高企或房
价上涨过快将加重无房家庭或住房条件较差家庭的购房负担，家庭经济约束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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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导致这些家庭因购房需求而挤出子女生育意愿（Ｄｅｔｔｌｉｎｇ ＆ Ｋｅａｒｎｅｙ，２０１４；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本文称之为购房负担对多孩生育的负向“挤出效应”。挤出
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住房作为家庭最重要的固定资产，购房时资金投入需
求大，当房价高企或房价上涨过快时，无房家庭的购房负担加重，家庭经济约
束收紧，购房需求必然挤出其他消费品，包括多孩生育（葛玉好，２０１９）。第
二，住房成本也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之一，当生育子女越多，需要的住房面积越
大，房价高企或房价上涨过快将提高养育子女的影子价格，也会抑制家庭的多
孩生育意愿（易君健、易行健，２００８）。第三，我国城镇住房产权往往捆绑着周
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权益，无房群体依靠租房可能无法享受周边的教育资
源，导致子女就学困难，这很可能会抑制无房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

住房除消费属性之外，还具有投资属性，具有保值和增值的功能，这意味
着房价上涨对多孩生育的影响不仅体现为购房负担带来的挤出效应，还体现为
住房资产对家庭多孩生育可能具有促进作用的财富效应（Ｌｏｖｅｎｈｅｉｍ ＆ Ｍｕｍｆｏｒｄ，
２０１３；Ａｔａｌ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对于拥有较多住房资产的家庭，尤其是除自住房以
外还持有其他投资性房产的家庭，房价上涨带来的住房财富增值或房屋出租带
来的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增加家庭的子女生育数量，本文将此称为住房资产对
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家庭持有的房产承载着
可兑换价值、抵押融资能力和预防性储蓄功能（黄静、屠梅曾，２００９）。当房产
增值时，哪怕是仅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房产增值都会令房主感受到家庭更加
富裕，可能会增加生育孩子的消费支出。第二，房屋具有投资属性。家庭除自
住房之外的房产（投资性房产）可以用来转售、出租或抵押贷款，住房资产增
值收益、房屋出租收入或抵押权益，放松了家庭经济约束，将提升家庭对孩子
数量的需求。第三，房产购置意味着家庭获取周边公共资源的权利，尤其是教
育资源，这将会降低养育孩子的边际成本，可能促进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

国外学者针对住房影响生育的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丰富的实证检验，
但因各个国家生育文化及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的差异，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
期的研究结论并非完全一致。Ｌｏｖｅｎｈｅｉｍ和Ｍｕｍｆｏｒｄ （２０１３）利用美国１９８５—
２００８年ＰＳＩＤ数据，研究发现住房对生育的财富效应显著存在，但挤出效应不明
显。自有住房者所拥有的住房价值每增加１０ 万美元，则其生育概率增加
１６. ４％。Ｄｅｔｔｌｉｎｇ和Ｋｅａｒｎｅｙ （２０１４）的研究则表明，对于已经有房且无需换房
者而言，房价上涨对其家庭生育率会产生正面影响；对于初次购房和计划置换
更大住房的群体，房价上涨对其家庭生育率存在负面的挤出效应。Ａｋｓｏｙ
（２０１６）的研究指出，房价上涨１０％会导致房屋所有者的生育率增长２. ８％，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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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者生育率下降４. ９％，房屋上涨的总效应表现为生育率下降１. ３％。Ａｔａｌ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利用澳大利亚微观数据估计了房价变化对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的影
响，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长对自有住房家庭子女的生育具有正向的、积极的
财富效应，尤其是对年轻房主和抵押贷款持有者的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影响最
大。同时，有证据表明，房价上涨降低了已育租房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挤出效应
也显著存在。

国内学者越来越关注于房价上涨与多孩生育之间的关系研究，普遍认为房
价上涨对家庭多孩生育具有挤出效应。李江一（２０１９）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中国
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人口出生率。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ＣＨＦＳ），研究表明房
价每上涨１％，生育两岁以下孩子的概率会下降约０. ９４％。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研
究认为，当家庭住房资产每增加１０万元，有房家庭的生育率下降１４％。

然而，学者们相对忽略了从我国房价上涨中获益的家庭，忽略了持有较多
住房资产的家庭或持有投资性房产的家庭。住房资产是否对这些家庭的多孩生
育具有财富效应？“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住房与多孩生育关系之间是否具有
调节效应？因不同区域生育观念的差异，住房对多孩生育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
的区域异质性？为了回答以上问题，全面检验住房对家庭多孩生育的影响，本
文基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有房家庭住房资产持有情况及投资性房
产持有情况对其多孩生育的正向财富效应，无房家庭所面临的购房负担对其多
孩生育的负向挤出效应；进一步评估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调节效应；检
验了不同区域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异质性，得出了有益结论。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８年间的四次微观家庭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调查中心（ＩＳＳＳ）主持，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每隔两
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问卷调研，旨在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
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考虑到我国城市与农村在
住房市场和生育政策上的差异性，本文仅选择城市样本进行研究，以在婚家庭
为单位匹配处于生育年龄（２２ － ５０岁）的丈夫和妻子的个人信息，删除信息不
全的样本后，最终获得９９６７个有效家庭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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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是否已经生育多孩（二孩及以上，变量名为Ｋｉｄｍ），

若家庭已经生育多孩，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住房资产与购房负担。其中，家庭住房资产采用多

个指标来衡量，利用扣除住房抵押贷款之后的总房产净值来衡量家庭住房资产
的总体持有情况，采用除家庭现住房之外的其他房产价值、是否拥有两套及以
上住房、是否有住房出租以及房屋出租收入等多个指标来衡量家庭投资性住房
资产的持有情况。对于尚未购房的家庭所面临的购房负担，采用地区房价和房
价收入比来衡量。地区房价利用微观样本所处区县的住房单价平均值来衡量①，
房价收入比这一指标的构建参考吴晓瑜等（２０１４）、周颖刚等（２０１９）的做法，
用地区房价除以家庭月收入均值来衡量。地区房价水平和房价收入比越高，意
味着无房家庭面临的购房负担越重。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学特征、地区和时间因素。家庭人口学特征包
括头胎性别，家庭月收入，丈夫与妻子的户籍类别、学历和年龄。其中，若头
胎性别为男，则“头胎性别”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当户籍性质为城市户籍时，
“户籍类别”变量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衡量受教育水平的“学历”变量，
按我国现行学制进行赋值，从“文盲”到“博士”分别依次赋值为１—９。考虑
到各省市生育文化的差异性，对省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一方
面用以控制各省市各时段未被观测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另一方面有助
于缓解因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导致的统计偏误，得出更稳健的结果。各变量
的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说明

被解释
变量 是否生育多孩 是否已经生育二孩及以上，是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

为０

住房资产

总房产净值 扣除住房抵押贷款之后家庭总房产价值（元），并取
对数

现住房之外其他房产价值除家庭现住房之外，其他房产价值（元），并取对数

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家庭是否有两套及以上房产，是则赋值为１，否则赋
值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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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首先用家庭现住房价值除以住房面积计算出每平方米住房单价，然后对同一区县的
住房单价求平均值，从而得到地区房价水平。



变量 变量说明

住房资产
是否有房出租 家庭是否有住房出租，是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房屋出租收入 家庭每月的房屋出租收入（元／月），并取对数

购房负担
地区房价 样本所在区县房价均值（元／平米），并取对数
房价收入比 地区房价与家庭月收入均值的比值

家庭特征

丈夫学历 按我国现行学制，从文盲到博士依次赋值为１—９
丈夫户籍 城市户籍则赋值为１，农村户籍则赋值为０
丈夫年龄 年龄（岁）
妻子学历 按我国现行学制，从文盲到博士依次赋值为１—９
妻子户籍 城市户籍则赋值为１，农村户籍则赋值为０
妻子年龄 年龄（岁）
家庭月收入 家庭月收入（元／月），并取对数

头胎性别 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为男孩则赋值为１，为女孩则赋值
为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全面二孩”政策（以下简称“二孩政策”）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正式推出，
因此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的调查数据为受二孩政策影响的样本，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
的调查数据为未受政策影响的样本。二孩政策前后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如表２
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出，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家庭平均多孩生育率从３５％上升
到４１％，提高了６％。相比于二孩政策之前，衡量住房资产的各指标均值在政
策之后均有一定提升。家庭总房产净值的平均值从３３. ９８万元增长至５８. ６９万
元；除现住房之外的其他房产价值的平均值从８. ３８万元增长至１７. ９１万元，表
明在房价上涨的背景下家庭住房资产也逐步增加。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
比例、有房屋出租的家庭比例及房屋出租收入均有所上升，这表明伴随着房价
上涨，住房的投资属性更加突出。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

变量名称
观测值均值标准差观测值均值标准差

二孩政策前 二孩政策后
增长率
（％）

被解释变量 是否生育多孩 ４８５９ ０. ３５ ０. ４８ ５１０８ ０. ４１ ０. ４９ １９

住房资产
总房产净值 ４８５９ ３３. ９８ ４３. ５４ ５１０８ ５８. ６９ ８０. ９２ ７３

现住房之外其他房产价值４８５９ ８. ３８ ２８. ９８ ５１０８ １７. ９１ ５３. ０７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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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观测值均值标准差观测值均值标准差

二孩政策前 二孩政策后
增长率
（％）

住房资产
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４８５９ ０. １６ ０. ３７ ５１０８ ０. ２０ ０. ４０ ２３

是否有房出租 ４８５９ ０. ０９ ０. ２９ ５１０８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１５

房屋出租收入 ４８５９ ０. １０ ０. ７１ ５１０８ ０. １９ １. １９ １０２

购房负担
地区房价 ４８５９ ０. ３６ ０. ４１ ５１０８ ０. ６０ ０. ７９ ６９

房价收入比 ４８５９ １. １５ １. ６２ ５１０８ ０. ９３ １. １６ － １９

家庭特征

头胎性别 ４８５９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５１０８ ０. ５２ ０. ５０ ２

家庭月收入 ４８５９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５１０８ ０. １９ ０. １５ ６１

丈夫学历 ４８５９ ３. ４２ １. ２９ ５１０８ ３. ６１ １. ３７ ６

丈夫户籍 ４８５９ ０. ４８ ０. ５０ ５１０８ ０. ４２ ０. ４９ － １１

丈夫年龄 ４８５９ ３８. １４ ７. １１ ５１０８ ３７. ５６ ７. ０９ － ２

妻子学历 ４８５９ ３. ２７ １. ３７ ５１０８ ３. ４９ １. ４３ ７

妻子户籍 ４８５９ ０. ４５ ０. ５０ ５１０８ ０. ４０ ０. ４９ － １１

妻子年龄 ４８５９ ３６. ４８ ７. ３６ ５１０８ ３５. ９８ ７. １８ －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有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对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建立二元Ｌｏｇｉｔ回归
模型，具体设定如模型（１）所示：

ＬｏｇｉｔＫｉｄｍｉ ＝ α０ ＋ α１ＨＷｉ ＋Σ
ｊ
γ ｊＸ ｉｊ ＋ ｙｅａｒ ＋ ｐｒｖ ＋ ε ｉ （１）

式（１）中，Ｋｉｄｍｉ为家庭是否已经生育多孩，ＨＷｉ 为衡量家庭住房资产的
各项指标，包括家庭总房产净值的对数、家庭除现住房之外其他房产价值的对
数、家庭是否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是否有房出租、房屋出租月收入的对数等。
Ｘｉｊ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头胎性别，家庭月收入，丈夫和妻子的年龄、
学历、户籍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变量ｙｅａｒ为年份，变量ｐｒｖ为省市，以控制年度
和省市固定效应。

为了检验无房家庭的购房负担对多孩生育的挤出效应，针对无房家庭建立
二元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如模型（２）所示：

ＬｏｇｉｔＫｉｄｍｉ ＝ α０ ＋ α１Ａｆｆｉ ＋Σ
ｊ
γ ｊＸ ｉｊ ＋ ｙｅａｒ ＋ ｐｒｖ ＋ ε ｉ （２）

式（２）中，Ａｆｆｉ为无房家庭面临的购房负担，利用地区房价和房价收入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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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指标来衡量。地区房价越高、房价收入比越高，意味着无房家庭面临的购
房负担越重。模型（２）中的回归系数α１ 可以衡量购房负担对家庭多孩生育的
挤出效应，其他变量的定义同模型（１）。

进一步地，为了评估二孩政策是否调节了住房对多孩生育的影响，构建住
房资产、购房负担与政策变量的交乘项，具体如模型（３）所示。

ＬｏｇｉｔＫｉｄｍｉ ＝ α０ ＋ α１ＨＡｉ ＋ α２Ｔ ＋ α３ＨＡｉ*Ｔ ＋Σ
ｊ
γ ｊＸ ｉｊ ＋ ｐｒｖ ＋ ε ｉ （３）

式（３）中，ＨＡｉ为模型（１）中衡量有房家庭住房资产的各项指标或模型
（２）中衡量无房家庭面临的购房负担指标。Ｔ为二孩政策虚拟变量，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之后的样本取值为１，政策实施之前取值为０。ＨＡｉ和Ｔ的交乘项回归
系数α３可以检验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住房对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或挤出效应是
否具有显著差异，即二孩政策是否对住房影响多孩生育具有调节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住房资产影响有房家庭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

本文依据模型（１）检验有房家庭的住房资产对其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结
果如表３所示。表３中，列（１）为家庭总房产净值（取对数）的回归结果，系
数为０. ０６３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则对数比ＯＲ值为ＥＸＰ （０. ０６３）＝ １. ０６５，
表明家庭总房产净值每增加１％，多孩生育几率显著提高６. ５％，总房产净值对
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显著。列（２）为除家庭现住房之外其他房产价值（取对
数）的回归结果，系数为０. ０１８且显著，对数比ＯＲ值为１. ０１８，表明其他投资
性房产价值每增长１％，多孩生育几率显著提高１. ８％。列（３）结果表明拥有
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多孩生育几率为单套房家庭的１. ２４倍［ＥＸＰ （０. ２１３）＝
１. ２４］，即相较于单套房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的多孩生育几率提高了
２４％。列（４）表明有房出租的家庭相较于有房但无出租房的家庭，其多孩生育
几率显著提高了３５％，列（５）表明房租收入每增加１％，多孩生育几率显著提
高３. ７％。综上，家庭住房总资产净值越高、除现住房之外的其他房产价值越
高，多孩生育几率越高；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多孩生育几率显著高于单
套房家庭，有房出租家庭、房屋出租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多孩生育几率显著更
高，意味着家庭住房资产或投资性住房资产对家庭多孩生育的影响呈显著的财
富效应。

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大致符合预期，夫妻双方的学历越高则多孩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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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越低，城市户籍夫妻的多孩生育几率要显著低于农村户籍夫妻。年龄对多
孩生育意愿呈现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生代育龄群体晚育的生育
观念。头胎孩子性别对家庭多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头胎性别为男孩的家
庭，多孩生育几率显著低于头胎为女孩的家庭，对数比ＯＲ值约为０. ５，意味着
头胎生男孩家庭的多孩生育几率约为头胎生女孩家庭的一半。原因可能和我国
国情中“娶媳妇”和“嫁女儿”的传统观念相关，中国父母历来有为儿子置办
彩礼、准备婚房的传统，头胎为男孩的家庭可能会顾虑如果二孩依旧是男孩，
将导致家庭未来经济负担过重。头胎为女孩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往往较高，一
方面由于养育女孩的成本低一些；另一方面，第二胎或第三胎生男孩凑成一个
“好”字或者收获两件“小棉袄”都被认为是幸事。

表３　 住房资产影响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检验

变量
是否生育多孩

（１） （２） （３） （４） （５）
总房产净值 ０. ０６３**

（２. ３１）
现住房之外其他房产价值 ０. ０１８***（３. ６５）
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０. ２１３***（３. ２５）
是否有房出租 ０. ２９９***（３. ５５）
房屋出租收入 ０. ０３７***

（３. ８３）
头胎性别 － ０. ６７３*** － ０. ６６４*** － ０. ６６０*** － ０. ６５６*** － ０. ６５６***

（－ １２. ５２） （－ １２. ５７） （－ １２. ５２） （－ １２. ４７） （－ １２. ４６）
家庭月收入 － ０. ６２２*** － ０. ６１２*** － ０. ５９６*** － ０. ５９２*** － ０. ５９５***

（－ １４. ３５） （－ １４. ５１） （－ １４. ２８） （－ １４. １８） （－ １４. ２２）
丈夫学历 － ０. １５２*** － ０. １４４*** － ０. １４２*** － ０. １３８*** － ０. １３８***

（－ ５. ０５） （－ ４. ８５） （－ ４. ８３） （－ ４. ７１） （－ ４. ７０）
丈夫户籍 － ０. ５０５*** － ０. ４９５*** － ０. ５０６*** － ０. ５０９*** － ０. ５１０***

（－ ６. １４） （－ ６. １４） （－ ６. ２９） （－ ６. ３４） （－ ６. ３５）
丈夫年龄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１. ６０） （１. ６５） （１. ６２） （１. ５５） （１. ５４）
妻子学历 － ０. ２５６*** － ０. ２４６*** － ０. ２４７*** － ０. ２４３*** － ０. ２４３***

（－ ８. ４２） （－ ８. ２５） （－ ８. ２６） （－ ８. １３） （－ ８. １５）
妻子户籍 － ０. ６２７*** － ０. ６０５*** － ０. ６０２*** － ０. ６１４*** － ０. ６１４***

（－ ７. ４６） （－ ７. ３５） （－ ７. ３３） （－ ７. ４７） （－ ７.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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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是否生育多孩

（１） （２） （３） （４） （５）
妻子年龄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４. ６８） （４. ７３） （４. ７４） （４. ８１） （４. ８１）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４. ０２６*** ４. ３５０*** ４. ２８８*** ４. ２５２*** ４. ２８７***

（６. ８１） （８. ２９） （８. １５） （８. ０９） （８. １４）
观测值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调整的Ｒ２ ０. ２８０ ０. ２７７ ０. ２７７ ０. ２７７ ０. ２７７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二）购房负担影响无房家庭多孩生育的挤出效应

接下来依据模型（２），检验购房负担对无房家庭多孩生育的挤出效应，结
果如表４所示。表４中，列（１）和列（２）的结果显示购房负担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购房负担对无房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于无房家
庭而言，地区房价每提高１％，则多孩生育几率降低２０. ７％ ［ＥＸＰ （－ ０. ２３２）＝
０. ７９３］；房价收入比每提高１％，则多孩生育几率下降１６. ８％ ［ＥＸＰ （－ ０. １８３）
＝ ０. ８３２］。我国居民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租房仅是无力买房之前的暂时性安
家方式，存钱买房是绝大部分家庭的选择。地区房价高企和房价收入比增高意
味着无房家庭的购房负担加重，购房负担对家庭多孩生育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
应。因此，落实“租购同权”，让租赁住房居民也能获得和购房同等的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权益，尤其是孩子就近接受教育的权益，是减轻购房负担对无房家
庭多孩生育挤出效应的可行办法。

表４　 购房负担对无房家庭多孩生育的挤出效应检验

变量
是否生育多孩

（１） （２）
地区房价 － ０. ２３２**

（－ １. ９７）
房价收入比 － ０. １８３***

（－ ３.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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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是否生育多孩

（１） （２）
头胎性别 － ０. ６０６*** － ０. ６３３***

（－ ４. ０６） （－ ４. １３）
家庭月收入 － ０. ４６７*** － ０. ７６５***

（－ ４. ４４） （－ ５. ８６）
丈夫学历 － ０. ２３７*** － ０. ２３２***

（－ ２. ８４） （－ ２. ７０）
丈夫户籍 － １. ０４２*** － １. ０５７***

（－ ５. ０９） （－ ５. １５）
丈夫年龄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２***

（３. ３７） （３. １６）
妻子学历 － ０. ２７９*** － ０. ３０７***

（－ ３. ０８） （－ ３. ４３）
妻子户籍 － ０. ２７４ － ０. ３３９*

（－ １. ３４） （－ １. ６５）
妻子年龄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３３

（－ １. ４０） （－ １. ２０）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 ６. ２６２*** ８. ０８４***

（３. ７４） （４. ９５）
观测值 １２５６ １２５６

调整的Ｒ２ ０. ２８９ ０. ３０５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三）“全面二孩”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依据模型（３）检验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否调节了住房对家庭多孩生育
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中，列（１）至列（５）为二孩政策对住房
资产财富效应的调节效应检验，列（６）和列（７）为二孩政策对购房负担挤出
效应的调节效应检验。列（１）显示总房产净值与政策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
著，但列（２）至列（５）其他投资性房产变量与政策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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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这意味着，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家庭总房产净值影响多孩生育的财富
效应更强了，总房产净值越高的家庭其多孩生育几率也越高；但投资性房产影
响家庭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在二孩政策实施前后没有显著差异，即二孩政策对
投资性房产的多孩生育财富效应没有显著调节作用。列（６）和列（７）显示无
房家庭的购房负担与政策变量的交乘项也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从２０１６年年
底开始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价变化趋于平稳，住房投资
得到有效抑制。总体而言，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投资性房产的多孩生育财富效应
及对无房家庭的多孩生育挤出效应皆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５　 “全面二孩”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住房资产 购房负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房产净值 － ０. ００６ 　 　 　 　 　 　

（－ ０. １９）
总房产净值*Ｔ ０. １４６*** 　 　 　 　 　 　

（３. ００） 　 　 　 　 　 　

自住房外其他房产价值 　 ０. ００９ 　 　 　 　 　

　 （１. １６） 　 　 　 　 　

自住房外其他房产价值*Ｔ 　 ０. ０１５ 　 　 　 　 　

　 （１. ６１） 　 　 　 　 　

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０. １６５* 　 　 　 　

　 　 （１. ７２） 　 　 　 　

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Ｔ 　 　 ０. ０７９ 　 　 　 　

　 　 （０. ６２） 　 　 　 　

是否有房出租 　 　 　 ０. ２５３** 　 　 　

　 　 　 （２. １２） 　 　 　

是否有房出租*Ｔ 　 　 　 ０. ０８１ 　 　 　

　 　 　 （０. ４９） 　 　 　

房屋出租收入 　 　 　 　 ０. ０３３** 　 　

　 　 　 　 （２. ２１） 　 　

房屋出租收入*Ｔ 　 　 　 　 ０. ００７ 　 　

　 　 　 　 （０. ３７）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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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住房资产 购房负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地区房价 　 　 　 　 　 － ０. １７６ 　

　 　 　 　 　 （－ １. １１） 　

地区房价*Ｔ 　 　 　 　 　 － ０. ０９８ 　

　 　 　 　 　 （－ ０. ５３） 　

房价收入比 　 　 　 　 　 　 － ０. ２０２***

　 　 　 　 　 　 （－ ３. ３６）
房价收入比*Ｔ 　 　 　 　 　 　 ０. ０３７

　 　 　 　 　 　 （０. ４４）
Ｔ － ０. ８６４ ０. ８８５*** ０. ９１１*** ０. ９２２*** ０. ９１７*** １. ９２２ １. １９５***

（－ １. ４０）（１０. ７９） （１１. ３１） （１１. ８７） （１１. ８３） （１. ２７） （４. ６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４. ８６５*** ４. ３７９*** ４. ２９２*** ４. ２６０*** ４. ２９１*** ５. ８１２*** ８. １６６***

（７. ５７） （８. ３５） （８. １６） （８. １０） （８. １５） （３. １３） （４. ９８）
观测值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１２５６ １２５６

调整的Ｒ２ ０. ２８１ ０. ２７７ ０. ２７７ ０. ２７７ ０. ２７７ ０. ２８９ ０. ３０５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学特征、地区和时间因素。

（四）异质性分析

在我国现存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妻子在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付出
更多心力。生育之后，妻子往往会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儿童抚育、家务等
家庭领域，妻子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将面临不同的生育机会成本①，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女性越需要在职业发展需求与多孩生育之间做出选择与平衡。王俊和石人
炳（２０２１）研究认为，生育第二个孩子导致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幅度约为
９. ３％，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女性面临的生育机会成本具有差异性。因此，本文以
妻子是否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为标准，将样本分为“上过大学”和“未上过大
学”两组，以检验妻子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表６汇报了有房家庭多孩生育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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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效应的异质性①，结果表明，各维度的家庭住房资产在１％的水平下对妻子
“未上过大学”组的多孩生育具有显著影响，对于“上过大学”组的影响在５％
水平下皆不显著。可见，在妻子上过大学的有房家庭中，住房资产并不是影响
家庭是否生育多孩的关键因素。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高学历女性“养儿
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相对淡薄；另一方面，高学历女性往往面临
生育多孩与职场发展的“两难选择”，生育多孩无疑会恶化她们在就业市场中的
处境。因此，生育观念的改变或职场发展的需求，是高学历女性群组中家庭住
房资产对其多孩生育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表６　 妻子“是否上过大学”的住房财富效应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上过
大学

未上过
大学

上过
大学

未上过
大学

上过
大学

未上过
大学

上过
大学

未上过
大学

上过
大学

未上过
大学

总房产净值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３*** 　 　 　 　 　

（０. ３７）（２. ６１） 　 　 　 　 　

自住房外其
他房产价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３. ９１） 　 　 　

拥有两套
及以上住房

　 　 　 ０. ０３４ ０. ２４２*** 　

　 　 　 （０. １５）（３. ４７） 　

是否有房出租
　 　 　 ０. ４６８* ０. ３０２***

　 　 　 （１. ８７）（３. ３６）

房屋出租收入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７***

　 　 　 　 　 （１. ７８） （３. ６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２. ５７１ ４. １５４*** １. ６７９ ４. ６７１*** １. ７８９ ４. ６２７*** ２. １０３ ４. ５７４*** ２. １０２ ４. ６０８***

（０. ７９）（６. ７１）（０. ６３）（８. ４９）（０. ６７）（８. ３７）（０. ７９）（８. ２７）（０. ７９） （８. ３２）
观测值 ７８７ ７９２４ ７８７ ７９２４ ７８７ ７９２４ ７８７ ７９２４ ７８７ ７９２４

调整的Ｒ２ ０. １７９ ０. ２８２ ０. １６５ ０. ２８２ ０. １６４ ０. ２８３ ０. １６８ ０. ２８３ ０. １６８ ０. ２８３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学特征、地区和时间因素。

我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历经了３０多年独生子女计划生
育政策之后，部分区域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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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回归。



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日益淡化，多孩生育越来越
成为一种基于自身发展规划综合考虑的理性行为（孙秀林、田祎雯，２０２０）。接
下来，本文对区域异质性进行检验，以不同年度、不同省市多孩生育率的中位
数为界限，将样本划分为高生育率地区和低生育率地区两组。住房财富效应的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在高生育率地区，各维度住房资产衡量指标的回归
结果皆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然而，在低生育率地区，各维度住房资产衡量
指标的回归结果皆不显著。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购房负担对无房群体多孩生
育挤出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因版面篇幅有限，结果在此没有汇报），结果表明在
两类区域中地区房价的影响皆不显著，但房价收入比对于低生育率地区多孩生
育的挤出效应强于高生育率地区。这意味着，在多孩生育率较低的地区，有房
家庭的住房资产拥有情况并不是影响家庭多孩生育的重要因素，但房价收入比
对于无房家庭多孩生育的挤出效应却显著存在，且强于生育率较高的地区。多
孩生育率较低的地区在生育政策放松前后，一直保持着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意
味着这些地区已形成低生育的文化氛围，住房对多孩生育不存在财富效应，但
购房负担对无房家庭多孩生育的挤出效应却更甚，说明这类地区对无房群体的
住房保障兜底政策可以有效缓解挤出效应。

表７　 生育率高低不同的住房财富效应异质性

变量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总房产净值０. １８０*** ０. ０６２ 　 　 　 　 　

（３. ９９）（１. ６６） 　 　 　 　 　

自住房外其
他房产价值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１ 　 　 　

　 （３. ７０）（１. １４） 　 　 　

拥有两套
及以上住房

　 　 　 ０. ２４４*** ０. １８７ 　

　 　 　 （２. ７２）（１. ５５） 　

是否有房出租
　 　 　 ０. ２９９*** ０. １４８

　 　 　 （２. ８１）（０. ９１）

房屋出租收入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０

　 　 　 　 　 （２. ９９） （１. １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 ９３２** ２. ９６７***３. ４７０***３. ４２６***３. ４１０***３. ４０６***３. ３３４***３. ３１６***３. ３８２*** ３. ３３４***

（２. ２６）（３. ８６）（４. ９５）（４. ８２）（４. ８３）（４. ８２）（４. ７４）（４. ７４）（４. ８０） （４.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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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高生育
率地区

低生育
率地区

观测值 ５６７６ ３０３５ ５６７６ ３０３５ ５６７６ ３０３５ ５６７６ ３０３５ ５６７６ ３０３５

调整的Ｒ２ ０. １８９ ０. ２２１ ０. １８２ ０. ２１８ ０. １８０ ０. ２１９ ０. １８０ ０. ２１８ ０. １８０ ０. ２１８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学特征、地区和时间因素。高
生育率地区包括河北省、福建省、江西省、河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
南省、甘肃省；低生育率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浙江省、
安徽省、山东省、湖北省、四川省。

五、研究结论

在近２０年房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我国城镇家庭住房资产差距拉大，家庭
住房资产持有情况对多孩生育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对这一影
响是否具有调节效应？本文利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四次调查数据，检验
了有房群体的住房资产以及无房群体面临的购房负担对家庭多孩生育行为的影
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１）家庭住房资产以及投资性房产对家庭多孩生育具
有显著的正向财富效应。家庭总房产净值增加１％，多孩生育几率将显著提高
６. ５％；除现住房之外的其他投资性房产价值增长１％，将促进多孩生育几率显
著提高１. ８％；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相较于单套房家庭，其多孩生育几率
提高了２４％；有房出租的家庭相较于有房但无出租房的家庭，其多孩生育几率
显著提高了３５％，并且房屋出租收入每增加１％，多孩生育几率显著提高
３. ７％。（２）购房负担对于无房家庭的多孩生育几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挤出效应。
对于无房家庭而言，地区房价每提高１％，其多孩生育几率降低２０. ７％；房价
收入比每提高１％，则多孩生育几率下降１６. ８％。（３）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
施，显著提高了家庭总房产净值对多孩生育几率的影响程度，但对于其他投资
性房产的多孩财富效应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对无房群体购房负担的多孩挤出
效应也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并未从总体上改变我国
城市居民家庭住房与多孩生育的关系，政策调节效应不显著。（４）异质性分析
中，妻子未上过大学（受教育程度较低）、多孩生育率较高的区域，住房影响多
孩生育的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显著存在；妻子上过大学（受教育程度较高）、多
孩生育率较低的区域，住房资产对多孩生育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这意味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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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孩生育率普遍较低的区域，在妻子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组中，住房资产并不
是影响多孩生育的关键因素，生育观念的改变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通过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为受到住
房挤出效应的生育主体进行住房兜底，尤其是年轻的已婚群体，以缓解因没有
住房或住房负担重而不敢生的问题。其次，尽快实现和完善“租售同权”，促进
住房租赁群体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尤其是孩子享受周边教育资源的权利。只
有落实了“租售同权”才能实现“租购并举”，让租房真正成为解决大城市新
市民安居和生育的可行选择。再次，针对住房财富效应的生育主体，可以实施
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将生育主权还给家庭。
从次，完善生育相关的配套支持措施，建构生育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尤其是
针对处于生育年龄的职场女性，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包容性政策，最大程度地发
挥生育政策的潜力。最后，导致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变的，
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且不平衡的我国，必须重视新生代生育环境和生
育观念的变化，考虑区域差异，加强研究，从而制定因地制宜、更具包容性的
优化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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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ｐ．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ｒｓｔ，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ｙｏｕ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ｅｃｏ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ｂｕｉｌｔ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ｏｕｔｈ Ｈｏ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ｏｕｓｉｎｇ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ｌｆａ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ａ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Ｊ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 Ｃｈｕｎｌｉ Ｌｉ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ｉｔ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ｂｕｒｄ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Ａ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ｅｔ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ａ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１％，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ｙ ６. ５％ ．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ｏｒ ｍｏｒｅ ｈｏｕｓｅｓ
ｗｅｒｅ ２４％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ａｎ 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ｕ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２）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ｈｏｕｓｅ． Ａ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 ｔｏ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１％，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１６. ８％ ． （３）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ｗｏ-
Ｃｈｉｌｄ”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４）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ｗｉｖｅｓ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ｗ ｍｕｌｔｉ-ｃｈｉ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Ｈｏｕｓｉｎｇ Ｂｕｒｄｅｎ；Ｗ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Ｙａｎｒｕｎｙｕ Ｌｉａｎｇ，Ｋａｉｚｅ Ｗｕ ＆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Ｇ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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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ｉｓ ｂｒｅａｋ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ｅ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ａｎｄ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ｓ ｏ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ｌ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ｙｏｕｔｈ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ｅｌｉｔｅ，ａｎｄ ｅａｒｎ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ｓ，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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